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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服务可以吸引优质创新要素，促进高技术产业的集聚，从而推动区域绿色发展。本文在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绿色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10-2020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建立空间杜宾模型，从高技术产业集聚视角实证检验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①公共服务供给和高技术产业集聚均可以促进当地绿色发展，并对周边地区产生正向溢出效应。②高技术产业集聚在公共服务供给和区域绿色发展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公共服务供给的规模、结构和质量，有助于促进高技术产业的集聚，从而推动区域绿色发展。③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绿色发展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不同门槛值下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同，当集聚程度超过门槛值时，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呈现递减效应。④研究还发现，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作用存在差异性，相对于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民生类公共服务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促进效用更为显著；另外，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绿色发展影响也存在区域异质性特征，东、西部和东北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中部地区没有体现明显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公共服务供给；高技术产业集聚；区域绿色发展；空间杜宾模型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黄永春（1982-），男，江苏盱眙人，河海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技术创新；左梦婷（1998-），女，安徽淮南人，河海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黄湛（1997-），男，浙江温州人，英国考文垂大学工商管理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术经济及管理；邹晨（1993-），男，江苏溧阳人，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经济。
本文通讯作者：黄湛。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产-才-城’适配视域下长三角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协同机制研究”（批准号：21BGL016）；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技术型创业团队的成长机制与培育路径研究”（批准号：2021SJZDA027）；江苏省知识产权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科创板上市公司创新能力分析及培育路径研究”（批准号：JSIP-2021-R-B04）。


公共服务供给、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绿色发展

摘要：公共服务可以吸引优质创新要素，促进高技术产业的集聚，从而推动区域绿色发展。本文在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绿色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10-2020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建立空间杜宾模型，从高技术产业集聚视角实证检验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①公共服务供给和高技术产业集聚均可以促进当地绿色发展，并对周边地区产生正向溢出。②高技术产业集聚在公共服务供给和区域绿色发展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公共服务供给的规模、结构和质量，有助于促进高技术产业的集聚，从而推动区域绿色发展。③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绿色发展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不同门槛值下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同，当集聚程度超过门槛值时，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呈现递减效应。④研究还发现，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作用存在差异性，相对于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民生类公共服务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促进效用更为显著；另外，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绿色发展影响也存在区域异质性特征，东、西部和东北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中部地区没有体现明显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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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稳定长足的上升，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但与此同时，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等问题相继出现[1]，这种以要素投入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给中国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一定压力。据统计，中国2020年煤炭消费量占比高达56.8%，然而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消费量占比仅为24.3%，可见中国经济增长仍以较高的环境污染为代价[2]。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明确指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由此可见，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3]，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也成为现阶段亟需解决的重要议题。公共服务是与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最基本的服务，主要涵盖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4]。大量研究表明，公共服务在促进城市规模扩张、改善民生、扩大内需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5-7]，其供给规模、质量和分布会影响人才、技术等优质资源要素集聚，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并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8]。因此，本文以公共服务供给为切入点，重点探讨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机理，以期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绿色发展是指以循环、低碳、可持续为基本内涵的新型发展模式[9]，强调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三者间的统一与协调[3]，其实质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考虑污染排放、资源节约以及环境改善等问题[2]。为了更好地推动区域绿色发展，有效解决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学者们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认为技术创新[10-11]、产业集聚[12-13]、环境规制[14]、经济发展水平[15]和城市化水平[16]是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随着公共服务供给的兜底效应和赋能效应逐渐凸显，其在经济发展中地位的不断攀升，有学者尝试探究公共服务的环境效应。国外学者从公共交通[17]、公共教育[18]、水利设施[19]等方面探究了公共服务供给对城市环境的影响，表明公共服务供给可以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提高生产要素质量[20]等改善城市环境。相对而言，国内关于公共服务供给与区域绿色发展的研究较晚，学者们大多关注环保类公共服务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认为环保类公共服务供给可以有效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21]。与此同时，前人研究指出，高技术产业集聚作为促进经济提质增效、技术创新和节能降耗的重要驱动力，也是促进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既有文献表明，高技术产业间通过绿色技术共享、基础设施共用、产业结构优化等途径提升企业绿色发展效率，降低集聚区域内的环境污染程度[22-24]。
由上分析可知，前人或探讨了公共服务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或探讨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但前人并未在统一理论框架下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对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乃至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也没有从空间视角探究区域间绿色发展的关联效应。此外，现有文献大多探讨某种类型公共服务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鉴于此，本文首先从高技术产业集聚视角，系统探讨了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绿色发展影响的驱动机理；其次构建绿色发展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运用DEA-SBM模型对2010-2020年中国省域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探究区域绿色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并利用熵权TOPSIS法测算公共服务供给综合指数；最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公共服务供给、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弥补了既有研究的不足，对推动区域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1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1.1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
城市是承载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25]，而公共服务作为支撑城市运营的保障与核心，其供给质量、规模和结构是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转型的重要动力和源泉。首先，公共服务可以优化绿色资源配置。作为实现中国收入再分配的重要突破口，公共服务通过改变绿色资源供给，可以促进绿色资源的优化配置[26]，改善落后地区的营商投资环境，减轻因要素禀赋和机会缺失造成的经济发展滞后，使当地企业有能力顺应时代要求实现绿色转型升级，有效实现节能增效，减少污染排放，释放生态红利。其次，公共服务可以降低绿色发展成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改革完善，如城市公共交通线网的规划建设，使得运输成本和信息交流成本下降，各个生产要素之间的联系更加便利紧密，减少了区域发展阻碍，资源整合能力得到提高，降低了能源消耗量和企业治污成本，进而能促进区域绿色发展。再次，公共服务可以促进产业绿色升级。优质的公共服务供给能为城市创造一个具有空间关联、开放性特征的创新生态环境[27]，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一定的基础保障，有助于引导产业向更加清洁节能的方向发展[28]，实现产业绿色升级。与此同时，随着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提升，通过市场竞争促使产业之间发生更替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降低能源消耗量和污染物排放量，助推当地经济绿色发展[29]。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公共服务供给的提升可以有效提高区域绿色发展水平。
1.2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中介效应
作为政府行为的具体表现，公共服务供给对推动高技术产业集聚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内生动力。一方面，公共服务通过内部异质性推动高技术产业集聚。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指出，劳动力等创新要素的流动是集聚形成的重要机制[30]。由于微观主体的天赋与公共服务之间存在一定互补性，在公共服务水平更高的地区，通过空间类分和空间选择机制，能够吸引更多天赋异禀的劳动力等高效率异质性主体集聚，淘汰天赋较低的微观主体[31]，形成丰富的优质要素资源市场，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进而影响高技术企业的区位选择[32-33]。另一方面，公共服务通过外部异质性吸引高技术产业集聚。公共服务通过提供完善的工业基础设施、便捷的交通通讯方式、优质的教育医疗服务等途径带来了外生的区位异质性，这些区域基础差异会对各微观主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吸引力。根据偏好的不同，人才和企业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选择最优的公共服务组合以追求福利最大化，实现帕累托最优[34]。例如，北京、杭州和上海的人才吸引力指数位列《2020年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榜单前三名。可见，人才向公共服务完善的城市集聚态势明显，良好的公共服务供给具有人才的吸附效应[35]。
高技术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具备环境污染小、资源消耗少的特征，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动能[36]。高技术产业在空间的适度集聚可以释放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因产业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影响，推动区域绿色发展。首先，高技术产业集聚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促进区域绿色发展。随着区域内高技术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多，集聚规模进一步扩大，从而达到组织生产的规模经济[37]，减少企业创新需要的要素投入，降低平均生产成本，能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进而提升集聚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其次，高技术产业集聚可以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促进区域绿色发展。高技术产业的空间集聚能够实现产业链横纵向一体化发展，加强企业间合作交流，有利于产生知识溢出效应[36]。企业通过“干中学”等方式进行绿色技术的学习和再创新，可以节约企业的研发成本，提升企业的绿色发展效率。最后，高技术产业集聚可以通过要素共享效应促进区域绿色发展。高技术产业在辖区内集聚，为集聚区域内的企业提供了人才等创新要素，有助于充分发挥“劳动力蓄水池”效应；同时可以使集聚区内基础设施等成为公共资源，推动区域要素资源的高效流转和集约化利用，减少企业的单位治污成本，降低能源消耗[38]，提高地方整体绿色发展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高技术产业集聚在公共服务供给与区域绿色发展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良好的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吸引高技术产业在辖区内集聚而促进区域绿色发展。
1.3高技术产业集聚的门槛效应
区域内高技术产业集聚具有动态性特征，因此，在集聚的不同时期，对绿色发展的作用也会有所不同。在高技术产业集聚初始阶段，大量企业在辖区内集聚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能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生产成本[39]，促进企业绿色效率的提升。此外，随着高技术产业的日趋集聚，“虹吸效应”开始凸显，大量优质资源要素向高技术产业集聚区涌现，使得部分污染产业因要素瓶颈逐渐被淘汰，倒逼其进行生产工艺革新，实现新旧动能转化，推动企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40]。然而，当高技术产业集聚达到最优临界值，集聚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将会出现“拥挤效应”和“搭便车”现象，阻碍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一方面，过度集聚将产生“拥挤效应”，导致环境承载力不足、交通渠道堵塞、要素资源稀缺等问题出现[41]，加剧高技术企业间的要素争夺，使得企业生产成本大幅提升，进而抑制区域绿色发展。另一方面，集聚区内的高技术企业在超饱和情况下，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由于技术扩散，企业吸收和模仿新技术的成本降低，自主创新动力不足[41]，这在一定程度会阻碍绿色技术的革新[42]，致使高技术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期望产出下降，非期望产出上升。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高技术产业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基于产业集聚水平的门槛效应，高集聚程度下，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当集聚程度突破某一临界值，对区域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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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公共服务供给促进区域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
2 区域绿色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由于不同地区的绿色发展不是相互独立的，许多学者开始进行绿色发展的空间相关性研究。判断地区间绿色发展的空间自相关性，可以通过计算Moran’s I指数进行检验。其计算公式为：
               (1)
其中，，，表示第i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n为地区数。
关于绿色发展的Moran’s I指数测度，本文通过借鉴托恩（Tone，2002）[43]提出的DEA-SBM模型进行检验。基于已有研究文献，同时考虑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选用年末城镇就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用电总量作为投入指标，实际GDP和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产出指标，使该指数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各省份绿色发展的整体情况。表1给出了2010-2020年间中国30个省份绿色发展的Moran's I指数检验值。表1的结果显示，绿色发展的Moran's I指数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此外，从时间维度看，绿色发展的Moran’s I指数检验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减小后增大，呈“U”型变化趋势；转折发生在2014年，2014年之后，各省域之间绿色发展的空间正相关性不断增强。究其原因，可能是随着“两山”理论日臻完善，各省域对绿色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省域之间在生产、分配和消费等领域的联系日益紧密，要素流动更加自由顺畅。
表1 2010-2020年绿色发展Moran's I指数
	年份
	Moran's I
	z
	p-value

	2010
	0.126
	4.479
	0.000

	2011
	0.119
	4.256
	0.000

	2012
	0.109
	3.944
	0.000

	2013
	0.113
	4.080
	0.000

	2014
	0.068
	2.794
	0.005

	2015
	0.075
	2.980
	0.003

	2016
	0.073
	2.928
	0.003

	2017
	0.091
	3.440
	0.001

	2018
	0.104
	3.768
	0.000

	2019
	0.122
	4.273
	0.000

	2020
	0.147
	4.968
	0.000


与Moran’s I指数相比，Moran散点图更能直观反应变量的空间集聚特征。通过图2和图3可以看出，中国区域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大部分区域与其邻近区域表现出相似的集群特征，即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周围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也较高，绿色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周围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也较低。此外，与2010年相比，2020年省域绿色发展的空间分布发生了一定的跃迁：一部分省域由LH象限迁移到HH象限，如辽宁、河北、福建和黑龙江；另一部分省域由LL象限迁移到HL象限，如四川；没有省域由HH象限直接跃迁到LL象限。说明中国区域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空间稳定性，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image: ]
图2 2010年绿色发展Moran散点图
[image: ]
图3 2020年绿色发展Moran散点图
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3.1计量模型设定
3.1.1空间计量模型
上述分析表明，各省域的绿色发展不是相互独立的，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周边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高低也会对其产生影响，若忽略其固有的空间依赖性可能会造成模型的错误设定。基于此，本文构建了能够将空间依赖性考虑在内的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公共服务供给、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具体模型如下：
               (2)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表示绿色发展水平；表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为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W是用来描述地区间空间邻近关系的地理距离矩阵；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开放水平（）、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分别为待估参数；是随机误差项。
3.1.2中介效应模型
为进一步探究公共服务供给是否可以通过高技术产业集聚作用于区域绿色发展，本文建立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3)
                        (4)
                   (5)
3.1.3门槛回归模型
由理论分析可知，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绿色发展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非线性关系，在集聚的不同阶段，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作用可能不同。本文基于Hansen[44]提出的面板门限模型，以高技术产业集聚为门槛变量，建立面板门槛模型：
    (6)
公式（6）为单一门槛回归模型，为待估计门槛值，I（·）为示性函数，若括号内条件成立，I（·）=1，反之，I（·）=0。考虑到高技术产业集聚可能存在多个门槛值，本文在单一门槛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延伸，得到多门槛回归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7)
3.2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3.2.1被解释变量
区域绿色发展（Ge）：本文借鉴托恩[43]提出的DEA-SBM模型，测算各省域的绿色发展水平，记为Ge，具体测度指标见下表2。其中，劳动投入用年末城镇就业人数衡量；资本投入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衡量，参照张军（2004）[45]的处理方法，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取折旧率为9.6%，利用各省201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除以10%作为该地区的初始资本存量；能源投入用全社会用电总量衡量；期望产出用以2010年为基期折算的各省实际GDP衡量；非期望产出用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衡量。

表2 区域绿色发展测度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单位

	投入指标
	劳动投入
	年末城镇就业人数
	万人

	
	资本投入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能源投入
	全社会用电总量
	亿千瓦时

	产出指标
	期望产出
	实际GDP
	亿元

	
	非期望产出
	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
	万吨



3.2.2核心解释变量
（1）公共服务供给
本文通过参考以往相关文献，构建了公共服务供给指标体系（如表3所示），并采用熵权TOPSIS法对各省域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进行评估，得到公共服务供给综合指数，记为Pub。公共服务供给综合指数值越大，表明该省域公共服务水平越高。




表3 公共服务供给指标体系
	
	公共服务分类
	具体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属性

	公共服务供给指标体系
	教育文化类公共服务
	普通小学生师比
	%
	负向

	
	
	普通初中生师比
	%
	负向

	
	
	教育财政支出
	万元
	正向

	
	
	公共图书馆藏书
	千册件
	正向

	
	医疗卫生类公共服务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张
	正向

	
	
	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
	人
	正向

	
	
	财政医疗卫生支出
	亿元
	正向

	
	社会保障类公共服务
	城镇登记失业率
	%
	负向

	
	
	年末参加养老保险人数
	万人
	正向

	
	资源设施类公共服务
	全年供水总量
	立方米
	正向

	
	
	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量
	标台
	正向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平方米
	正向

	
	环境保护类公共服务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平方米
	正向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正向



（2）高技术产业集聚
本文对高技术产业的划分维度遵循由国家统计局颁布的《高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并参考以往研究，选择区位熵衡量其集聚水平，公式如下：
                                (8)
其中，表示地区i高技术产业j的就业人数占其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表示全国高技术产业j总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
3.2.3控制变量
为了更加科学准确地反映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参考以往相关领域的研究，将以下指标选作本文控制变量：①人口密度（Pd）：用各地区每平方公里人口数量来衡量；②经济发展水平（Pgdp）：用各地区人均GDP来衡量；③区域开放水平（Open）：用各地区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该地区经济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④市场化程度（Mark）：本文借鉴李勇刚等（2015）[46]的做法，用1减去地方预算内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⑤政府干预程度（Gov）：用各地区预算内财政支出与全国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重衡量。
3.3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鉴于中国港澳台和西藏地区数据缺失较多，进行剔除处理），其数据来自于2011-202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为确保数据完整性，部分省域的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4。






表4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数量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e
	330
	绿色发展水平
	0.782
	0.215
	0.381
	1.234

	Pub
	330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0.253
	0.148
	0.019
	0.900

	Agg
	330
	产业集聚水平
	0.692
	0.647
	0.016
	3.790

	Lnpd
	330
	人口密度
	7.884
	0.413
	6.639
	8.669

	Lnpgdp
	330
	经济发展水平
	10.794
	0.462
	9.482
	12.013

	Open
	330
	区域开放水平
	0.490
	1.899
	0.048
	34.224

	Mark
	330
	市场化水平
	0.753
	0.103
	0.357
	0.894

	Gov
	330
	政府竞争程度
	0.033
	0.015
	0.007
	0.087


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4.1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LM检验和Hausman检验来评估不同模型间的性能，以此遴选出最优的空间计量模型。经检验，双重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更适合于本文实证检验。此外，为了确保最终结果的稳健和有效，本文还加入了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对比，具体见表5。
由模型（1）和模型（3）可知，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公共服务供给不但可以推动当地绿色发展，而且其自身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本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提高会对周边地区的绿色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说明公共服务供给可以吸引更多其他创新要素集聚，创造有利于区域绿色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企业的绿色效率。模型（2）和模型（4）探讨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即高技术产业集聚度越高，对区域绿色发展越有利。可能的原因是：首先，高技术产业在空间上的高度集聚是知识和技术溢出的重要推动力，企业间合作交流更加密切，从而带动相关企业科技水平的提升，能够改善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促进节能减排；其次，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区域内专业化劳动分工的形成，有利于实现劳动力、设备和信息的共享，从而降低区域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污染物排放量，进而有助于区域绿色发展。在其他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绿色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在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二者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矛盾，在短期内难以转变高碳化的能源消费结构。此外，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了区域绿色发展，说明中国绿色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政策推动，通过市场竞争淘汰部分低端污染产业，倒逼企业向绿色低碳方向积极转型，有助于改变现有能源消耗型的粗放生产模式。
表5 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固定效应模型
	空间杜宾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Pub
	0.162***
(2.70)
	
	0.172***
(3.41)
	

	Agg
	
	0.093***
(4.32)
	
	0.116***
(6.32)

	lnPd
	0.048
(1.57)
	0.037
(1.26)
	0.074***
(2.75)
	0.045*
(1.78)

	lnPgdp
	-0.244***
(-2.71)
	-0.332***
(-3.65)
	-0.154*
(-1.94)
	-0.283***
(-3.65)

	Open
	-0.003
(-1.10)
	-0.003
(-1.18)
	-0.002
(-0.95)
	-0.002
(-0.93)

	Mark
	0.724**
(2.04)
	0.911***
(2.59)
	0.892***
(2.98)
	1.124***
(3.95)

	Gov
	-0.216
(-0.09)
	2.059
(0.88)
	-0.930
(-0.45)
	2.438
(1.24)

	W*Pub
	
	
	0.693***
(2.23)
	

	W*Agg
	
	
	

	0.598***
(4.69)

	W*lnPd
	
	
	-0.021
(-0.11)
	-0.215
(-1.21)

	W*lnPgdp
	
	
	0.136
(0.31)
	-0.375
(-0.88)

	W*Open
	
	
	-0.023
(-1.37)
	-0.026*
(-1.66)

	W*Mark
	
	
	-1.666
(-0.89)
	-1.314
(-0.75)

	W*Gov
	
	
	-61.877***
(-4.16)
	-44.991***
(-3.21)


注：表中数据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括号内数值为T值，***、**、*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变量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下面将公共服务供给和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进行效应分解，如表6所示。根据模型（5）可以看出，公共服务供给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说明公共服务供给的提高有助于提高本地区绿色发展水平，但其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相邻地区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未能推动本地区绿色发展同向变化。由模型（6）可知，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外部效应可以克服极化效应，实现空间纵向传导，进而提升相邻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
表6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变量
	模型(5)
	模型(6)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Pub
	0.152***
(2.78)
	0.227
(1.43)
	
	

	Agg
	
	

	0.094***
(4.96)
	0.178***
(3.41)

	lnPd
	0.078***
(2.93)
	-0.062
(-0.70)
	0.060**
(2.30)
	-0.131*
(-1.78)

	lnPgdp
	-0.163*
(-1.93)
	0.165
(0.76)
	-0.283***
(-3.28)
	0.040
(0.21)

	Open
	-0.001
(-0.49)
	-0.010
(-1.21)
	-0.001
(-0.25)
	-0.010
(-1.48)

	Mark
	1.008***
(3.26)
	-1.414
(-1.54)
	1.294***
(4.13)
	-1.418*
(-1.80)

	Gov
	1.811
(0.91)
	-29.405***
(-4.11)
	5.205**
(2.56)
	-21.284***
(-3.60)


4.2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公共服务供给、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绿色发展三者间的影响机理，本文借助中介效应模型，深度剖析高技术产业集聚所发挥的中介效应，见表7所示。通过表7可见，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系数为0.698，并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模型（8）中公共服务供给的估计系数为正，表明公共服务供给显著促进了高技术产业的集聚；模型（9）中公共服务系数为正，但系数大小相对于模型（7）有所下降，且中介变量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在公共服务供给与区域绿色发展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此外，本文还采用Sobel检验和Bootstrap法验证该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结果表明，中介效应依然显著，且其所占比例约为37.8%。这表明在公共服务供给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过程中，高技术产业集聚扮演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其呈现出“公共服务供给→高技术产业集聚→区域绿色发展”的传导机制，上述检验结果证明了本文假设2的成立。
表7 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中介效应
	变量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Ge
	Agg
	Ge

	Pub
	0.698***
(9.91)
	2.662***
(13.90)
	0.434***
(5.07)

	Agg
	
	
	0.099***
(5.0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N
	330
	330
	330

	Sobel检验
	Z=4.759，其P值为1.945e-06，中介效应/总效应=37.8%

	Bootstrap检验
	95%置信区间[0.25979，0.64124]


4.3门槛模型估计
在上述空间计量检验的基础上，设高技术产业集聚为门槛变量，以此检验中国各省域高技术产业不同集聚程度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结果见表8。结果显示，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单一门槛和双重门限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双重门槛值为0.198和0.824，而三重门槛未通过检验。因此本文按照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门槛值，将样本划分为三个区间进行分析。
表8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F统计量
	P值
	BS次数
	临界值

	
	
	
	
	1%
	5%
	10%

	单一门槛
	14.138*
	0.083
	300
	21.588
	16.265
	13.540

	双重门槛
	51.134***
	0.000
	300
	1.985
	-6.445
	-9.708

	三重门槛
	0.000
	0.223
	300
	0.000
	0.000
	0.000


通过表9的结果可以看出，当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低于0.198时，各省域高技术产业处于集聚初期，此时，高技术产业集聚能够释放规模经济效应，其正外部性不断显现，并产生“虹吸效应”，吸引大量区域绿色发展所需的优质要素资源，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促进生产要素的高效流转和集约化利用，降低能源消耗。与此同时，高技术产业集聚形成了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各企业间交流日益频繁，进一步推动了技术创新，实现区域绿色发展。当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超出0.198时，其对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31和0.044，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开始降低。由此证明，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过高，带来的负面效应也逐渐呈现，对区域绿色发展正向影响的边际效用递减。原因可能在于：高技术产业过度集聚会导致“拥挤效应”和搭便车现象的发生，加剧高技术企业间的要素争夺，阻碍绿色技术的变革和扩散，抑制区域绿色发展。
表9 门槛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T值
	P值

	区间1(Agg＜0.198)
	1.096***
	7.10
	0.000

	区间2(0.198≤Agg＜0.824)
	0.131***
	3.24
	0.001

	区间3(Agg≥0.824)
	0.044*
	1.86
	0.064

	Lnpd
	-0.035*
	-1.69
	0.092

	Lnpgdp
	0.154***
	8.24
	0.000

	Open
	-0.005
	-1.64
	0.102

	Mark
	-0.125
	-0.99
	0.321

	Gov
	3.446***
	3.09
	0.002


4.4稳健性检验
4.4.1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前文运用熵权TOPSIS法计算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代入回归模型中进行稳健性检验。表10第（10）（11）（12）列的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前文的结果均基本相同。这说明，本文结果具有高度稳健性，无论是用熵权TOPSIS法还是主成分分析法测度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最后得出的核心结论保持一致。
4.4.2剔除样本
由于部分区域的地理位置存在一定特殊性，且其各项经济发展指标较大偏离全国平均水平。因此，本文选择剔除这些样本进行重新计量回归，具体包括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四个省份。表10的第（13）（14）（15）列的结果显示，在剔除样本后，核心结论仍然未发生改变，研究结果是高度稳健的。

表10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模型(14)
	模型(15)

	Pub
	0.075***
(3.54)
	
	0.066***
(3.39)
	0.154***
(2.92)
	
	0.124***
(2.76)

	Agg
	
	0.116***
(6.32)
	0.118***
(6.53)
	
	0.148***
(8.11)
	0.145***
(8.28)

	lnPd
	0.067**
(2.44)
	0.045*
(1.78)
	0.044*
(1.74)
	0.119***
(3.44)
	0.080***
(2.62)
	0.095***
(3.22)

	lnPgdp
	-0.150*
(-1.82)
	-0.283***
(-3.65)
	-0.280***
(-3.60)
	-0.161*
(-1.79)
	-0.299***
(-3.64)
	-0.324***
(-4.10)

	Open
	-0.001*
(-0.52)
	-0.002
(-0.93)
	-0.001
(-0.36)
	-0.001
(-0.52)
	-0.000
(-0.25)
	-0.000
(-0.23)

	Mark
	0.753**
(2.46)
	1.124***
(3.95)
	0.988***
(3.50)
	1.231***
(3.24)
	1.426***
(4.20)
	1.508***
(4.62)

	Gov
	-1.664
(-0.80)
	2.438
(1.24)
	1.030
(0.53)
	-0.153
(-0.07)
	3.099
(1.52)
	2.639
(1.34)

	N
	330
	330
	330
	286
	286
	286


4.5进一步分析
4.5.1基于不同类型公共服务供给的进一步分析
[bookmark: _GoBack]本文借鉴韩峰（2019）[5]的研究，将公共服务划分为民生类和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其中民生类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类，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包含资源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两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作用差异。
第（I）列显示，当单纯考虑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这三种民生类公共服务时，公共服务供给的提升不仅会推动区域绿色发展，还会吸引高技术产业在辖区内集聚，且高技术产业集聚发挥着中介作用。第（II）列显示，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供给增加也会对区域绿色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其作用效果没有民生类公共服务明显，且在多数情况下不能与产业集聚形成协同效应。公共服务供给对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系数由模型（17）的0.606下降至模型（20）的0.354，公共服务供给对高技术产业的吸引力显著变弱。由此可见，民生类公共服务相较于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且其对高技术产业在辖区集聚的吸引能力更强。
表11 不同类型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
	
	变量
	(I)民生类
	(II)基础设施类

	
	
	模型(16)
Ge
	模型(17)
Agg
	模型(18)
Ge
	模型(19)
Ge
	模型(20)
Agg
	模型(21)
Ge

	Main
effect
	Pub
	0.620***
(5.42)
	0.606*
(1.81)
	0.511***
(4.74)
	0.126*
(1.85)
	0.354*
(1.83)
	0.090
(1.43)

	
	Agg
	
	
	0.107***
(5.89)
	
	
	0.114***
(6.18)

	
	lnPd
	0.069***
(2.56)
	0.145*
(1.85)
	0.047*
(1.89)
	0.066**
(2.43)
	0.129*
(1.68)
	0.047*
(1.88)

	
	lnPgdp
	-0.229***
(-2.78)
	0.868***
(3.61)
	-0.330***
(-4.23)
	-0.146*
(-1.81)
	1.001***
(4.37)
	-0.248***
(-3.68)

	
	Open
	-0.002
(-0.80)
	-0.002
(-0.33)
	-0.001
(-0.72)
	-0.002
(-0.97)
	-0.002
(-0.31)
	-0.002
(-0.89)

	
	Mark
	1.131***
(3.72)
	-1.502*
(-1.69)
	1.286***
(4.54)
	0.868***
(2.84)
	-1.931**
(-2.24)
	1.123***
(3.97)

	
	Gov
	1.052
(0.51)
	-17.396***
(-2.90)
	2.955
(1.52)
	-0.587
(-0.28)
	-20.947***
(-3.55)
	2.085
(1.06)

	Spatial rho
	-1.159***
(-4.87)
	-0.976***
(-4.07)
	-1.588***
(-6.43)
	-1.172***
(-4.86)
	-0.911***
(-3.83)
	-1.658***
(-6.66)

	Variance sigma2_e
	0.003***
(12.44)
	0.030***
(12.53)
	0.003***
(12.14)
	0.004***
(12.42)
	0.030***
(12.57)
	0.003***
(12.07)

	N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4.5.2基于不同地理区域的进一步分析
为考察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地区异质性，将样本划分为东、中、西部和东北部四个地区，如表12所示。表12的结果显示，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公共服务供给在东、西部、东北地区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于中部地区而言，没有体现明显的促进作用；且东北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系数1.493显著高于东部和西部两个地区的0.505和0.199。原因可能是：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而言，公共服务呈现均衡发展态势，其品质和效能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供给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尚未到底拐点，呈现边际效用递增趋势；对于东北地区而言，作为中国重工业的“摇篮”，其环境污染较为严重，人才大量流失，公共服务供给和区域绿色发展水平较低，一旦提高当地公共服务，环境改善较大，对人才的吸引和集聚能力得到提升，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获得创新资源，促进企业进行绿色技术研发和生产工艺革新，进而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的绿色发展；对于中部地区而言，拥有邻接东部和南部发达省份的优势，但也由于“虹吸效应”，间接导致了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人才以及高技术产业的吸引能力有限，部分要素资源被周围发达省份吸收，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边际递减。
表12 公共服务供给对不同地理区域省份的影响
	
	变量
	模型(22)
东部
	模型(23)
中部
	模型(24)
西部
	模型(25)
东北

	Main
effect
	Pub
	0.505***
(4.11)
	-0.002
(-0.01)
	0.199***
(3.48)
	1.493***
(4.23)

	
	lnPd
	0.255**
(2.33)
	-0.112
(-1.35)
	0.055*
(1.73)
	0.571***
(3.77)

	
	lnPgdp
	-0.589***
(-2.97)
	-0.913*
(-1.72)
	0.00
(0.00)
	0.473
(1.47)

	
	Open
	-0.002
(-0.62)
	-0.245**
(-2.04)
	-0.190***
(-3.48)
	-0.410***
(-4.49)

	
	Mark
	2.401**
(2.35)
	1.894
(0.73)
	0.385
(0.76)
	-3.559***
(-2.07)

	
	Gov
	12.122***
(2.98)
	29.705*
(1.65)
	-14.062**
(-2.37)
	3.795
(0.41)

	Spatial
effect
(Wx)
	Pub
	1.003***
(2.09)
	0.071
(0.06)
	1.226***
(5.13)
	3.838***
(4.48)

	
	lnPd
	0.067
(0.21)
	-0.500*
(-1.67)
	0.036
(0.19)
	0.852***
(3.70)

	
	lnPgdp
	-1.562**
(-2.39)
	-2.682
(-1.62)
	-0.253
(-0.35)
	1.258
(1.41)

	
	Open
	-0.020*
(-1.82)
	-1.091**
(-2.33)
	-0.578*
(-1.80)
	-1.137***
(-4.93)

	
	Mark
	2.562
(0.75)
	-0.337
(-0.04)
	3.129
(1.59)
	-13.147**
(-2.56)

	
	Gov
	0.677
(0.05)
	51.310
(0.88)
	-10.336
(-0.33)
	24.347
(1.01)

	Spatial rho
	-0.678***
(-3.29)
	-1.904***
(-10.40)
	-1.770***
(-6.97)
	-0.191
(-0.94)

	Variance sigma2_e
	0.004***
(7.06)
	0.000***
(4.40)
	0.001***
(6.53)
	0.000***
(4.52)

	N
	110
	66
	121
	33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公共服务供给为切入点，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以高技术产业集聚为中介变量，考察公共服务供给通过高技术产业集聚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传导机制。结果显示：①公共服务供给不仅可以促进当地绿色发展，还对邻近地区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从控制变量来看，经济增长水平对于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高碳行业仍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市场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绿色发展，通过市场有序竞争，能够推动企业的低碳转型。②高技术产业集聚在公共服务供给和区域绿色发展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即良好的公共服务供给可以通过吸引高技术产业在辖区内集聚，从而推动区域绿色发展。③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绿色发展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不同门槛值下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同，当集聚程度超过门槛值，对区域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④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作用存在差异性，相对于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民生类公共服务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促进效用更为显著；另外，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绿色发展影响也存在区域异质性特征，东、西部和东北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中部地区没有体现明显的促进作用。
当前，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公共服务的地位日益凸显，可以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区的形成，从而推动区域绿色发展。然而，中国公共服务存在协调发展不足、区域供给不均衡等现象，为有效推动区域绿色发展，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①强化政策引导，推动地区间公共服务协调发展。公共服务供给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需要推动各地区的公共服务形成区域联动机制，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实现公共服务融通共享，为创新要素集聚创造便利条件。此外，要加大公共服务的供给规模，丰富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多渠道保障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最后，由于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作用有所不同，因此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大力保障民生类公共服务的供给，优化资源配置，以此发挥公共服务的最大效能。
②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产业集聚区域高质量发展。高技术产业集聚在公共服务影响区域绿色发展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且高技术产业集聚也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应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解决地方保护等行政性垄断问题，突破区域壁垒，推进城市和关联城市高技术产业的科技合作，实现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为高技术产业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此外，本研究发现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为此各地区应明晰自身发展定位，对高技术产业集聚区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提高高技术产业集聚区的准入门槛，避免因过度集聚引发的拥挤效应。
③坚持需求导向，落实公共服务差异化发展战略。本文发现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因此想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各地政府在制定公共服务政策时应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对于东部地区，应结合资源禀赋条件，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升级转型；对于中、西部地区，应健全公共服务供给体系，鼓励通过市场化竞争实现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对于东北部地区，要密切与东部等发达地区的学习合作，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建设，构建新的公共服务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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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ervice supply, high-tech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Huang Yongchun12，Zuo Mengting1，Huang Zhan3，Zou chen1
(1.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 China；
2.World Water Valley and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operative Innovation Center，Nanjing 211100, China；
3.Coventry University，UK E1 7JF)

Abstract: Public services can attract high-quality innovation elements and promote the agglomeration of high-tech industries, thus promoting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ffect mechanism of public service supply on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spatial Dubin model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0 to 2020,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public service supply on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tech industry agglome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Both public service supply and high-tech industry agglomeration can promote local green development, and have a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 on surrounding areas. ② High-tech industry agglomeration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public service supply and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that is, the scale, structure and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 supply contribute to the agglomeration of high-tech industry and promote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③ There is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tech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Under different threshold values, high-tech industry agglomeration has different promoting effects on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When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exceeds the threshold value, the impact on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shows a decreasing effect. ④ The research also found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public service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Compared with infrastructure public services, public services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have a more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here i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the impact of public service supply on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service supply in the east, west and northeast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while the central region does not show an obvious promoting effect.
Key words: public service supply；high-tech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spatial dubi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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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 scatterplot (Moran's I = 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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